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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数字服务
进口的影响测度及异质性考察

周念利， 姚亭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 ＷＴＯ 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根据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出台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 采用计量方法对

全球 ４４ 个国家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与其数字服务进口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

究， 并从多个视角对其展开异质性分析。 研究表明： 一国对跨境数据流动的管制越

严苛， 越不利于该国对数字服务的进口； 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水平能调节跨境数据

流动限制性政策对数字服务进口的影响； 使用加密技术的服务器可减少该限制性政

策对数字服务进口的阻碍作用； 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的贸易效应因服务业发展水平

的不同而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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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互联网、 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等信息与通信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ＣＴ） 的发展日新月异。 数字贸易成为继 “传统贸易”
和 “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ＧＶＣ） 贸易” 后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三阶段。
数字服务贸易既是数字贸易的子集， 也是服务贸易的子集， 其重要性和发展潜力已引

起各个国家的重视。 然而， 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远远滞后于数字贸易的发展。 各

国纷纷制定有利于本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数据规则， 以提高其国际数字贸易的竞争力。
各国在数字贸易治理理念上的分歧必然影响其数字贸易发展。 理性的数字贸易治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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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目前贸易活动所亟需的， 而理性的数据流动政策或标准的制定， 需以客观测度各

国数字贸易相关政策的贸易效应为基础， 客观测度的结果可为数字贸易相关规则的制

定提供技术基础和决策参考。 笔者尝试对 ４４ 个国家实施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

与其数字服务进口的相关性展开经验研究， 以期为完善我国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贡献

良策。
本研究的思路是： 从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ＣＩＰＥ） 公布的分国别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中剥离出刻画各国跨

境数据流动限制水平的分指标， 结合基于投入产出分析计算得到的各服务部门的数

据投入强度指标， 拟合得到 ４４ 个服务贸易进口国分部门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指标

即数据衔接指数， 探讨此指数与该国数字服务进口之间的相关性。

一、 文献述评

（一） 既有文献研究概述

互联网等新兴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数字贸易的发展。 虽然有关理论阐

释较多， 但关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如何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研究文献尚不多

见。 Ｌóｐｅｚ 和 Ｆｅｒｅｎｃｚ （２０１８） 对数字技术提升贸易的规模、 范围和速度的机制进行

了阐释， 并利用计量方法证明了对数据流动实施限制会阻碍国际贸易；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等 （２０１８） 创建了能够度量各国数字贸易壁垒相对程度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ＤＴＲＩ）； Ｊｏｕａｎｊｅａｎ （２０１９） 表示对数据流动的监

管不应该成为新的贸易壁垒； Ｃａｓａｌｉｎｉ 和 Ｌóｐｅｚ （２０１９） 剖析了各国出台跨境数据流

动监管政策的目的和具体措施， 并分析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在贸易协定中的发展演进

过程。 尽管上述文献达成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不利于国际贸易发展的共识， 但

学者研究的侧重点却有不同。 与本研究最密切相关的文献当属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和 Ｍａｒｅｌ
（２０１８） 的研究成果， 这两位学者以量化方式探讨了 “国家－部门” 层面的数据流动

限制性措施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效应， 这是其他学者未曾深入研究的内容。

（二） 既有文献的研究局限及其产生原因

既有文献主要掣肘于一些技术性难题， 比如对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进行界

定、 梳理和量化评估。 Ｃｉｕｒｉａｋ 和 Ｐｔａｓｈｋｉｎａ （２０１８） 认为国际研究机构对数据流动限

制措施的界定比较模糊， 并将这些限制政策统称为 “数据本地化要求”。 但各国对数

据在境内和跨境流动的管制措施不同， 管制程度参差不齐， 笼统地以数据本地化政策

来衡量数字贸易壁垒会有失偏颇。 为解决这一问题， Ｃａｓａｌｉｎｉ 和 Ｌóｐｅｚ （２０１９） 将限制

政策进一步区分为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 和 “本地存储要求”， 并按照数据性质和部门

差异将上述每一类政策继续细分为 “无监管” “自由流动” “有保障地流动” 以及 “根
据具体情况或临时授权的流动限制” ４ 个层级。 Ｆｅｒｅｎｃｚ （２０１９） 弥补了现有文献在数字

贸易壁垒定量分析研究方面的不足， 参与构建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ｄｅｘ， ＤＳＴＲＩ）。 实际上， 在 ＤＳＴＲＩ 发布前，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等 （２０１８） 也曾构

建度量数字贸易限制壁垒的 ＤＴＲＩ， 两个指数的构建方法很接近。 但与 ＤＴＲＩ 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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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ＳＴＲＩ 存在分类标准较粗略、 针对性相对低、 可适用的国家和部门范围有限等不足

之处。
现有研究还存在其他技术性难题， 比如如何对各服务部门的数据密集程度进行

区分， 以识别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对各部门影响程度的异质性， 如何将测度国家层

面的跨境数据流动障碍转化为对国家部门层面的数据流动限制措施的量化分析， 以

及关于 “数字服务部门的界定” “数据流动统计” 和 “可数字化服务贸易的统计口

径” 等定量分析的基础问题。

（三）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对数字服务进口的影响机理分析

虽然关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如何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的文献较少， 但仍可

从既有文献中找到与之相近的研究内容， 由此探索二者之间的影响机理。 现有研究

揭示了互联网或数字技术影响贸易发展的几种作用机理： （１） 信息技术发展有助

于降低贸易中的搜寻与交流成本 （Ｆｉｎ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施炳展， ２０１６）， 这会促使国

际贸易更趋便利化、 ＧＶＣ 环节更趋分散化， 发展中经济体、 中小企业和个人有更

多机会参与到国际贸易之中 （Ｌóｐｅｚ ＆ Ｊｏｕａｎｊｅａｎ， ２０１７）。 （２） 数字技术的运用增

强了传统服务的可贸易性， 线上交易模式使服务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内容进一

步深化 （Ｆｒｅｕｎｄ ＆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 ２００２； Ｃｈｏｉ， ２０１０）， 有效打破了空间局限。 （３） 数

字技术的发展会催生新的服务部门和模式 （Ｊ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Ｆｉｃｈ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如将数字技术嵌入到健康医疗、 金融服务等传统领域， 创造社交媒体、 云服务等新

型服务业； 能提高市场透明度， 通过大数据挖掘和追踪技术， 掌握消费者行为、 偏

好和需求方面的有效信息， 使得新型定制化服务成为可能 （Ｃｈａｎｉａ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甚至重塑了服务贸易方式， 离岸外包变得不容忽视。 一

系列经验研究证实， 互联网的普及可极大地促进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 （Ｆｒｅｕｎｄ ＆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 ２００２； Ｃｈｏｉ， ２０１０）。

上述贸易促进作用得以实现的基础是数据能够自由流动， 因为数据是支撑基于

互联网或数字技术的服务贸易的基本元素。 进口数字服务贸易也必然要涉及数据跨境

流动 （Ｂｏｒｃｈｅｒ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对数据跨境流动施加限制势必会影响通过互联网或数

字技术发生的服务进口， 削弱数据流动的贸易促进作用， 导致由数字技术带来的交易

成本下降以及新生的服务部门和模式提供的红利大幅降低甚至消失。 各个进口国实施

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迥异， 使贸易环境更加复杂， 数字服务提供商面临较大的不

确定性。 为了遵从各国异质性的监管政策， 需要配置额外资源满足合规要求， 这些都

会对数字服务进口产生影响并抬高进口成本 （Ｂｏｒｃｈｅｒ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韩静雅

（２０１６） 也认为数据中心本地化要求会导致数据跨境流动受限， 从而增加利用数据

流动提供服务的成本， 成为国外互联网企业进入该国的障碍。 可见跨境数据流动限

制性政策可通过服务贸易模式来影响数字服务进口。
基于上述研究事实， 笔者猜想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对数字服务进口具有不

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为此， 借鉴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和 Ｍａｒｅｌ （２０１８） 的方法对跨境数据流动

限制性政策如何影响数字服务进口的发展进行定量研究， 并尝试对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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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的研究加以改进， 包括在完善 “数据生产者”① 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

“数据衔接指数”， 更新研究数据， 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２ＳＬＳ） 检验模型稳健性， 以及对二者相关性进行异质性考察。

二、 模型、 变量和数据说明

（一） 模型构建

采用 ＥＣＩＰＥ 公布的 ２０１７ 年 ＤＴＲＩ 数据， 以 “国家－部门” 为数据结构， 对 ４４
个国家②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与其国内 １０ 个数字服务部门进口的相关性展开

经验研究。 借鉴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和 Ｍａｒｅｌ （２０１８） 的思路， 并考虑其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

（Ｆｒｅｕｎｄ ＆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 ２００２； 殷凤和陈宪， ２００９； Ｍａｒｅｌ ＆ Ｓｈｅｐｈｅｒ， ２０１３； 王恕立

和向姣姣， ２０１４； Ｎｏｒｄａｓ ＆ Ｒｏｕｚｅｔ， ２０１５）， 建立基准模型 （１）。
ｌｎＭ ｊｉ ＝ β０ ＋ β１ ＤＩ ｊｉ ＋ β２ ｌｎｇｄｐ ｊ ＋ β３ ｌｎｐｏｐｕ ｊ ＋ β４ ｌｎｆｄｉ ｊ ＋

β５ ｌｎｏｆｄｉ ｊ ＋ β６ ｌｎｕｒｂａｎ ｊ ＋ β７ ｌｎ ｏｐｅｎ ｊ ＋ β８ ｉｉｔ ｊｉ ＋ μｉ ＋ ε ｊｉ （１）
式 （１） 中， ｌｎＭｊｉ 是取对数后 ｊ国第 ｉ个服务部门的进口额； ＤＩｊｉ 是 ｊ国 ｉ 服务部门

的数据衔接指数 （详见式 （２） 和式 （３） ）； ｌｎｇｄｐｊ 是取对数后 ｊ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代表 ｊ国的经济规模； ｌｎｐｏｐｕｊ 是取对数后 ｊ国的总人口， 表示国内对服务贸易的潜在消

费需求数量； ｌｎｆｄｉ ｊ 和 ｌｎｏｆｄｉ ｊ 分别是取对数后 ｊ 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流量） 和对外直接

投资 （流量）， 两者刻画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程度， 也能反映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
ｌｎｕｒｂａｎｊ 是取对数后 ｊ 国的城镇率， 反映国内对服务贸易的消费需求结构的高级化，
因为城市人口比重越大， 对服务业的需求和服务产品结构越趋向高级化； ｌｎｏｐｅｎｊ 是取

对数后 ｊ 国的进口依存度， 用总进口额与 ＧＤＰ 的比例度量； ｉｉｔ ｊｉ 为借鉴王孝松等

（２０１４） 的做法而引入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指标， ｉｉｔ ｊｉ ＝ １ －
Ｘｊｉ － Ｍｊｉ

Ｘｊｉ ＋ Ｍｊｉ
， 其中 Ｘｊｉ 、Ｍｊｉ 分

别是 ｊ 国 ｉ 部门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μｉ 是部门固定效应； εｊｉ 是残差项。

（二） 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共有 ４４ 个样本国家。 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
ｆｅ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ｍｅｎｔ，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５） 的官方界定③选取数字贸易

服务部门， 并将其进一步细分为 １０ 个部门： 保险和养老金服务， 金融服务，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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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指在提供服务时产生大量数据的服务部门。
这 ４４ 个国家是：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巴西、 加拿大、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爱尔兰、 以

色列、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墨西哥、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俄罗斯、 斯洛伐克共和国、 斯洛文尼亚、 南非、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英国、 美国。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５） 指出数字服务贸易包括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金融服务、 保险和养老金服务、 知

识产权使用费、 其他商业服务、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６ 个部门。 部门分类标准以 《扩展的国际收支服务分

类》 ２０１０ 版 （Ｅｘｔｅｎｅ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ＢＯＰＳ ２０１０） 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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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费用， 电信服务， 计算机服务， 信息服务， 研究与开发服务， 专业和管

理咨询服务， 技术贸易相关和其他商业服务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采取ＥＢＯＰＳ
２０１０ ２ 分位编码来刻画第 ｉ 个数字服务部门的进口额 ｌｎＭ ｊｉ 。

２ 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和Ｍａｒｅｌ （２０１８） 与Ｍａｒｅｌ 等 （２０１６） 的做法， 构建数据衔接指数， 用

以反映进口国各服务部门所面临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水平。 创建该指数需三步： 第一，
计算每一服务部门的数据强度； 第二， 确定在国家层面能衡量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水平的

指标； 第三， 将前两步得出的数据相乘得到数据衔接指数。 具体见式 （２） 和式 （３）：

　 　 　 　 　 　 　 　 　 　 ＤＩ ｊｉ ＝ ｌｎ
∑

ｐ
θｉｐ

ｌａｂｉ

× ｃｂ ｊ （２）

　 　 　 　 　 　 　 　 　 　 ＤＩ ｊｉ ＝ ｌｎ
∑

ｐ
τｉｐ

ｌａｂｉ

× ｃｂ ｊ （３）

首先， 衡量数据强度①。 有两种思路可刻画服务部门的数据强度：
第一种是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Ａ） 投入产出

表②， 结合 Ｍａｒｅｌ 等 （２０１６） 和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和 Ｍａｒｅｌ （２０１８） 的方法， 将 １０ 类服务作

为 “数据生产者” （见表 １）， 利用投入产出法， 将已被认定为 “数据生产者” 的

服务部门作为下游其他服务部门运营中的数据投入方。 再借鉴 Ｆｅｒｒａｃａｎｅ 和 Ｍａｒｅｌ
（２０１８） 的方法用数据生产部门对下游其他部门的投入比重除以下游部门的劳动

力， 该比率就是各服务部门的数据强度， 即式 （２）。

表 １　 数据生产者概览

ＮＡＩＣＳ 代码 部门描述
５１１２００ 软件出版商
５１７１１０ 有线电信运营商
５１７２１０ 无线电信运营商 （卫星除外）
５１８２００ 数据处理、 托管和相关服务
５１９１３０ 互联网出版和广播以及网络搜索网站
５４１５１２ 计算机系统设计服务
５４１５１Ａ 其他计算机相关服务， 包括设施管理
５１１１Ａ０ 工商名录、 邮件列表和其他出版者
５１７Ａ００ 卫星、 电信经销商和所有其他电信
５１９１Ａ０ 新闻联合组织、 图书馆、 档案馆和所有其他信息服务

资料来源： 美国经济分析局。 网址：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 ｂｅａ． ｇｏｖ ／ ｉＴａｂｌｅ ／ ｉＴａｂｌｅ． ｃｆｍ？ｒｅｑｉｄ ＝５２＆ｓｔｅｐ ＝１０２＆ｉｓｕｒｉ ＝１＆ｔａｂｌｅ
＿ｌｉｓｔ ＝ ４＆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 ｓｕ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０－０２－１０。

第二种是用美国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各部门用于购买 ＩＣＴ 和计算机软件的费用一项来

评估服务部门的数据强度。 而 ＩＣＴ 和计算机软件费用支出又可细分为资本类项目支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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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强度可理解为各服务部门对数据资源的依赖程度或潜在的使用程度。
有学者常以美国投入产出矩阵作为行业层面贸易的衡量标准 （Ｃｏｎｓｔｉｎｏｔ， ２００９； Ｍａｒ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Ｆｅｒ⁃

ｒａｃａｎｅ ＆ Ｍａｒｅｌ， ２０１８）， 这主要是基于各个国家在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系统和聚合水平上有所差异， 因而

无法统一行业代码标准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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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资本类项目支出。 为此， 在稳健性检验中， 分别用非资本类项目支出和资本类项目支

出再次对各部门的数据强度进行度量， 测算方法与第一种较相似， 即式 （３）。
式 （２） 和式 （３） 中， ｐ 是数据生产部门； ｉ 是每一下游服务部门； θｉｐ 是数据生产

者对每一下游部门 ｉ 的投入； τｉｐ 是每一服务部门对非资本类项目和资本类项目的 ＩＣＴ 技

术与计算机软件费用支出； ｌａｂｉ 是对应的下游服务部门的劳动人数。
其次， 测算数据衔接指数 ＤＩ ｊｉ 。 ＤＩ ｊｉ 表示 ｊ 国 ｉ 服务部门数据规则的松紧度。 利

用式 （２） 和式 （３）， 对 ＤＩ ｊｉ进行测算。 式 （２） 和式 （３） 中的ｃｂ ｊ表示 ｊ 国的跨境

数据流动限制水平得分。 ｃｂ ｊ 数据来自 ＤＴＲＩ 第八章 “数据政策” 框架下的 “跨境数

据流动限制”，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的测算方法参考报告中使用的加权法。
最后， 匹配部门分类编码。 式 （２） 和式 （３） 的数据结构是 “国家－部门”，

笔者关于部门分类标准的匹配思路是： 以式 （２） 为例， 分子为 ＢＥＡ ２０１２ 年投入

产出表 ６ 位部门分类编码， 分母为 ＢＬＳ ２０１２ 年 ４ 位部门分类编码， 将分子匹配到 ４
位部门分类编码； 再利用简单平均方法将 ＤＩ ｊｉ （４ 位部门分类） 聚合到与 ｌｎＭ ｊｉ 同纬

度的 ２ 位部门分类编码； 最终， 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都整合为 ２ 位部门分类

编码。 式 （３） 匹配思路同式 （２）。
３ 其他变量

后文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涉及的其他变量如下。
（１） 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ＳＴＲＩ）。 ＳＴＲＩ 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ｓ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其得分越高， 意味着该国该部

门的服务贸易壁垒水平越高， 越不利于开展服务贸易活动。
（２） 法律制度与财产权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及雇用和解雇法规

（Ｈｉ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ｒ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这两个变量是 １９９５ 年世界经济自由指数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 中的指标， 分别用 ｌｐ９５ 和 ｈｒ９５ 表示。 笔者运用 ２ＳＬＳ 来处理跨

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和数字服务进口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采用上述两个

指标度量并对比各国制度完善情况。 ｌｐ９５ 分值越高表示该国的法律制度越规范， 产

权保护工作越好， 当地政府执政能力和制度环境相对良好； ｈｒ９５ 分值越高表示雇

主在雇用和解雇工人方面的决定权越大。
关于相关性。 各国的文化习俗、 历史经验和传统规范， 这些 “历史积淀” 对

其制度制定有巨大影响。 它通过人际和代际的交流和传播， 影响制度的设计 （方
颖和赵扬， ２０１１）。 各国制度变迁又是漫长的过程且具有路径依赖特征， 早期的制

度会对当前的制度产生明显的滞后影响 （刘斌等， ２０１８）。 而各国跨境数据流动限

制性政策具有制度方面的属性， 所以一国已有制度越完善， 政府执政能力越强， 当

前对数据流动、 交易等环节的规则予以规范的概率就越大； 类似地， 企业以往在商

业活动中的自主决定权越小， 现在就越有可能接受当地政府新制定的数据流动管制措

施。 证明 ｌｐ９５ 和 ｈｒ９５ 或多或少会对 ２０１７ 年各国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产生影响。
关于外生性。 两个指标反映的是 １９９５ 年各国宏观制度层面的信息。 一方面， ２０ 多

年前的制度对 ２０１７ 年服务进口的影响作用微弱； 另一方面， 与制度因素相比， 一国经

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对其服务进口具有决定性作用。 因此， ｌｐ９５ 和 ｈｒ９５ 满足了作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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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
（３） 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指数 （ ＩＤＩ） 及其子指标。 ＩＤＩ 指各国 ＩＣＴ 发展水平。

笔者使用 ＩＤＩ 探究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对数字服务进口的影响是否随 ＩＣＴ 发展

水平不同而不同。 ＩＤＩ 由 ＩＣＴ 访问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ＣＴ 使用 （ｕｓｅ）、 ＩＣＴ 技能 （ ｓｋｉｌｌ） 三

个子指标加权得出， 后文也对这三个指标进行异质性考察。
（４） 服务增加值与 ＧＤＰ 比重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反映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

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可能对服务进口额产生影响 （殷凤和陈宪， ２００９）， 而数字

服务贸易本身包含于服务贸易中。
（５） 互联网使用人数比例指标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选取上网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作为一

国的互联网渗透率， 可将其视为该国对互联网的需求， 研究其对数据流动壁垒的贸

易效应是否具有调节作用。 安全服务器用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表示， 反映一国在互联网交易中

对加密技术服务器的使用程度。

（三） 数据来源

上述各变量数据来源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变量数据来源一览表

变量类别 变量名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Ｍ 进口国各服务部门进口额的对数值 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

核心解释变量 ＤＩ 数据衔接指数
ＢＥＡ 投入产出表、 美国普查统计局、

美国劳动统计局数据库、
ＥＣＩＰＥ 数据库

控制变量

ｌｎ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ＤＩ）数据库

ｌｎｐｏｐｕ 人口规模的对数值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ｌｎｆｄｉ 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对数值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ｌｎｏｆｄｉ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对数值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ｌｎｕｒｂａｎ 城镇率的对数值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ｌｎｏｐｅｎ 进口依存度的对数值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ｉｉｔ 产业内贸易程度 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

其他变量

ＳＴＲＩ 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ＯＥＣＤ 数据库

ｌｐ９５ 法律制度与财产权 弗雷泽研究所 （Ｔｒａｓ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ｈｒ９５ 雇用和解雇法规 弗雷泽研究所

ＩＤＩ 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指数 国际电信联盟数据库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ＣＴ 访问 国际电信联盟数据库

ｕｓｅ ＩＣＴ 使用 国际电信联盟数据库

ｓｋｉｌｌ ＩＣＴ 技能 国际电信联盟数据库

ｓｅｒｖｉｃｅ 服务增加值与 ＧＤＰ 比重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互联网使用人数比例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安全服务器使用程度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注： 表内各数据库、机构网址分别为：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ｔｏ．ｏｒｇ ／ ；ＢＥＡ 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ｂｅａ．
ｇｏｖ ／ ｉＴａｂｌｅ ／ ｉＴａｂｌｅ．ｃｆｍ？ｒｅｑｉｄ ＝ ５２＆ｓｔｅｐ＝ １０２＆ｉｓｕｒｉ ＝ １＆ｔａｂｌｅ＿ ｌｉｓｔ ＝ ４＆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 ｓｕｍ；美国普查统计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ｅｎｓｕｓ．ｇｏｖ ／ ｄａｔａ ／ ｔａｂｌｅｓ ／ ２０１３ ／ ｅｃｏｎ ／ ｉｃｔｓ ／ ２０１３－ｉｃｔｓ．ｈｔｍｌ； 美国劳动统计局（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ａｔｉｃｓ， ＢＬＳ）数据
库，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ｂｌｓ． ｇｏｖ ／ ｂｌｓ ／ ｎｅｗｓｒｅｌｓ． ｈｔｍ＃ＯＥＵＳ； ＥＣＩＰＥ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ｉｐｅ． ｏｒｇ ／ ；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ｓｏｕｒｃｅ ／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ＥＣＤ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 ／ ；弗雷泽
研究所，网址：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ｒａｓ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 ／ ｄａｔａｓｅｔ； 国际电信联盟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ＩＴＵ－Ｄ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Ｐａｇ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ｉｓ ／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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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基于式 （ １） 和式 （ ２）， 利用稳健标准误下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 （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Ｄｕｍｍ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ＬＳＤＶ） 估计方法， 对各国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和

其服务部门进口的相关性开展经验研究。 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列 （１） 是固定了部门层面不可预测因素后的估计结果。 列 （２） ～列 （８）

是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列 （１） ＤＩ 的估计系数与预期不符， 其原因可能是存

在遗漏变量。 随后逐次加入控制变量， 列 （２） ～列 （８） 中 ＤＩ 的估计符号均为负，
除了列 （３）， 其余全部通过了 ｔ 统计量的 ５％或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整体上，
估计结果符合预期， 即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会影响数字服务部门进口， 意味着

进口国实施的数据流动限制措施越严格， 越不利于本国进口数字服务贸易。 另外，
一国的经济发展规模、 开放度和产业内贸易程度等同样能促进本国数字服务进口。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ＤＩ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ｐｏｐｕ

ｌｎ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ｕｒｂａｎ

ｌｎｏｐｅｎ

ｉｉｔ

常数项

固定效应

观测值

Ｒ２

　 ０ ８７∗∗∗ 　 －０ ５４∗∗ －０ ３５ 　 －０ ３７∗ 　 －０ ５４∗∗ 　 －０ ５５∗∗ 　 －０ ４５∗∗ 　 －０ ６０∗∗∗

（２ ９０） （－２ ２７） （－１ ５４） （－１ ７３） （－２ ４４） （－２ ５０） （－２ １０） （－２ ８７）
０ ７６∗∗∗ ２ ２０∗∗∗ １ ８３∗∗∗ １ ８３∗∗∗ １ ９５∗∗∗ １ ５０∗∗∗ １ １８∗∗∗

— （１６ ０９） （１３ ９８） （１０ １１） （１０ ４３） （９ １９） （６ ２８） （５ １９）
－１ ３５∗∗∗ －０ ９９∗∗∗ －０ ８５∗∗∗ －１ ０２∗∗∗ －０ ７２∗∗∗ －０ ３３— — （－９ １７） （－７ ３９） （－６ ６３） （－５ ０６） （－３ ３１） （－１ ５０）

０ ０７ ０ ０８ ０ １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７— — — （０ ６６） （０ ７７） （１ １０） （－０ １２７） （０ ７５）
０ ２０∗∗∗ ０ １４∗

— — — — — — （２ ８５） （１ ９３）
－０ ６６ －０ ６９ ０ ０１— — — — — （－１ ４２） （－１ ３２） （０ ０１）

０ ５９∗∗∗ ０ ４３∗ ０ ４２ ０ ６４∗∗
— — — — （３ １６） （１ ６７） （１ ４３） （２ ２４）

１ ２８∗∗∗
— — — — — — — （３ １８）

６ １９∗∗∗ －３ ３３∗∗∗ －９ ２５∗∗∗ －８ ６８∗∗∗ －９ ４９∗∗∗ －６ ９３∗∗∗ －４ ５３∗ －７ ９２∗∗∗

（２１ ３０） （－５ ０９） （－１１ ５１） （－１０ ２１） （－１０ ４３） （－３ ４６） （－１ ７０） （－２ ９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０６ ３０６ ３０６ ２７４ ２７４

０ ２３４ ０ ５４１ ０ ６５６ ０ ６９３ ０ ７０５ ０ ７０７ ０ ７１９ ０ ７４２

注： 括号内数值为纠正了异方差后的 ｔ 统计量； “∗” “∗∗” “∗∗∗” 分别代表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

著。 控制了部门层面固定效应。 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数据样本量扩充的稳健性检验

将维修服务部门和运输服务部门添加到原样本中。 事实上，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７） 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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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货币基金组织列举的数字贸易类型就包括了这两个部门， 意味着维修服务和运输服

务也会涉及数据流动。 从广义的数字贸易角度看， 将维修和运输部门视为数字服务贸

易也具有合理性。 为此， 笔者采取了不同层次的样本扩充方法， 将只从事维修的部

门、 只从事运输的部门及同时从事维修和运输的部门依次加入到原样本中， 采用逐层

添加样本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４ 列 （１） ～列 （３） 是对应的估计结果， 证明了基

准回归结果具有可信性， 即各国严苛的数据流动规则会阻碍其进口数字化的服务。
２ 指标调整的稳健性检验

前文提到可利用式 （３） 重新测算数据强度和数据衔接指数。 根据该研究思

路， 测算出新的核心解释变量并将该新变量代入式 （１） 进行实证检验。 表 ４ 列

（４） 是利用各个服务部门每年对于 ＩＣＴ 和计算机软件资本类项目支出计算出的数

据强度， 列 （５） 是利用各个服务部门每年对于 ＩＣＴ 和计算机软件非资本类项目支

出计算出的数据强度。 列 （３） ～ 列 （５） 中 ＤＩ 的估计结果正如预期， 负向显著。
为了进一步验证基准模型的稳健性， 考虑增加新的变量用以检验基准模型。 ＳＴＲＩ
得分越高表示对服务贸易活动限制措施越多， 越容易阻碍服务贸易的发展 （Ｎｏｒｄａｓ ＆
Ｒｏｕｚｅｔ， ２０１５）。 为此， 将 ＳＴＲＩ 加入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５ 列 （１） 是估计结果，
ＤＩ 的估计系数符号为负， 并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说明基准估计结果具有

稳健性。 此外， 将 ＳＴＲＩ 加入资本类项目支出和非资本类项目支出情形下进行检验，
其估计结果仍然能证明基准模型具有稳健性。 受篇幅所限， 结果不在此列示， 备索。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Ｉ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ｐｏｐｕ

ｌｎｆｄｉ

ｌｎｏｆｄｉ

ｌｎｕｒｂａｎ

ｌｎｏｐｅｎ

ｉｉｔ

常数项

固定效应

观测值

Ｒ２

－０ ６１５∗∗∗ －０ ５５７∗∗∗ －０ ５７３∗∗∗ －０ ８５８∗∗∗ －０ ７５９∗∗∗

（－３ ０１２） （－２ ８０２） （－２ ９５１） （－３ ０９９） （－３ １３０）
１ ４００∗∗∗ １ ２１５∗∗∗ １ ４０４∗∗∗ １ ０８４∗∗∗ １ ０７９∗∗∗

（６ ３４９） （５ ８７２） （６ ９６３） （４ ３０４） （４ ２５２）
－０ ４８７∗∗ －０ ３６０∗ －０ ４９６∗∗∗ －０ ２４６ －０ ２４５

（－２ ３４３） （－１ ８１２） （－２ ６１９） （－１ ０２４） （－１ ０１４）
０ ０８２ ０ ０５１ ０ ０６２ ０ ０９８ ０ １００

（０ ８１５） （０ ５７０） （０ ６７０） （０ ９３６） （０ ９４３）
０ ０９０ ０ １２４∗ ０ ０８０ ０ １５７∗∗ ０ １５７∗∗

（１ ２６１） （１ ８４８） （１ ２１３） （２ １５４） （２ １５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５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６

（０ ０５９） （－０ １２５） （－０ ０６３） （０ １４９） （０ １５９）
０ ６８５∗∗ ０ ５６９∗∗ ０ ６２３∗∗ ０ ７４９∗∗ ０ ７４８∗∗

（２ ５８２） （２ ２２１） （２ ５７７） （２ ３５６） （２ ３５８）
１ ３５８∗∗∗ １ ２４１∗∗∗ １ ３２５∗∗∗ １ ３１６∗∗∗ １ ３２３∗∗∗

（３ ６３２） （３ ２５４） （３ ７２５） （３ ２１３） （３ ２２５）
－８ ９６９∗∗∗ －４ ９６５∗∗ －５ ９８２∗∗ －７ ８０９∗∗∗ －７ ８５０∗∗∗

（－３ ５４０） （－２ ０２５） （－２ ５９０） （－２ ８８９） （－２ ８９５）

是 是 是 是 是

３０５ ３０９ ３４０ ２６４ ２６４

０ ７４６ ０ ７７５ ０ ７７７ ０ ７４４ ０ 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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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二）

项目
（１）
ＬＳＤＶ

（２）
２ＳＬＳ

（３）
ＧＭＭ

ＤＩ

ＳＴＲＩ

ＤＷＨ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Ｈａｎｓｅｎ－Ｏｖｅｒｉｄ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Ｒ２

－０ ５６３∗∗∗ －１ １６２∗∗∗ －１ １９８∗∗∗

（－２ ６９１） （－３ ００７） （－３ ０６８）
－０ ４５４

（－０ ９８６） — —

２ ９６３
— ［０ ０８５］ —

２５ ４２１
— ［０ ０００］ —

２１ ２７９
— ｛１９ ９３｝ —

０ ６３７ ０ ６３７
— ［０ ４２５］ ［０ ４２５］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２７４ ２３０ ２３０

０ ７４３ ０ ６３５ ０ ６３３

注： 中括号内的值为相应统计量的 Ｐ 值； 大括号内的值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检验在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３ 计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和数字服务进口之间可能因为变量遗漏或双向

因果产生内生性问题， 故选取 ｌｐ９５ 和 ｈｒ９５ 作为 ＤＩ 的工具变量， 并同时考虑采用

２ＳＬＳ 和广义矩估计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ＧＭＭ） 方法进行分析， 因为在

球型扰动项假定的条件下 ２ＳＬＳ 是较为有效的估计方法， 但在异方差或自相关情形下，
ＧＭＭ 比 ２ＳＬＳ 有效。 由于本研究是截面数据结构， 扰动项可能会存在异方差， 因此再

次进行静态 ＧＭＭ 估计以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５ 列 （２） 是稳健标准误下

２ＳＬＳ 的估计结果， 列 （３） 是 ＧＭＭ 估计结果。 两列 ＤＩ 的估计系数都是负向显著，
而且由表 ５ 列 （２） 看， 工具变量依次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 弱工具变量检验和内生

性检验， 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合理有效， 并再次证明基准结果具有稳健性。
上述稳健性检验都证实了基准估计结果是合理有效的， 即一国的跨境数据流动

限制性政策越严苛越不利于其数字服务进口， 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与全球数字服务贸

易脱钩。

四、 异质性考察

跨境数据流动的实现需要相应的 ＩＣＴ 作为支撑， 拥有 ＩＣＴ 的国家可为数字贸易

发展创造更优良的环境， 进而推动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并在更开放的国际市场中获得

数字服务贸易收益。 而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的贸易效应也可能因各国服务业发

展水平的不同而出现差别。 为此进行异质性考察。 估计模型均依据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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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Ｍ ｊｉ ＝ β０ ＋ β１ ＤＩ ｊｉ ＋ β２ ＤＩ ｊｉ × Ｘ ｊ ＋ β３ Ｘ ｊ ＋ β４ Ｙ ｊ ＋ β５ ｉｉｔ ｊｉ ＋ ε ｊｉ （４）
式 （４） 中， Ｘ 分别取 ＩＤＩ、 ａｃｃｅｓｓ、 ｕｓｅ、 ｓｋｉ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变量；

Ｙ 是同基准回归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同前文。 此外， 对模

型中的 ＤＩｊｉ 、ＤＩｊｉ × Ｘｊ 和 Ｘｊ 进行中心化处理， 尽量弱化或消除模型中多重共线性问题。

（一） ＩＤＩ 指标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数据或信息均是借助互联网通道得以顺利流动， 因而数字贸易与贸易双方的

ＩＣＴ 发展状况休戚相关。 ＩＤＩ 指标因其能够更加全面、 广泛和实时地反映出各国 ＩＣＴ 建

设情况， 而成为衡量一国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状态的一个较为贴切的指标 （Ａｇｕｅｒｒｅ，
２０１９）。 表 ６ 列 （１） 是估计结果。 列 （１） 交互项 ＤＩ×ＩＤＩ 估计系数正向显著， 表明跨境

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确实受到国家 ＩＣＴ 发展水平的调节， 而且一国

ＩＣＴ 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弱化该限制性政策对数字服务进口的影响。 原因可能是贸易主体面

临贸易政策壁垒时， 会通过不断增强其 ＩＣＴ 能力来规避政策壁垒， 减少贸易损失。

（二） ＩＤＩ 子指标异质性考察

ＩＤＩ 指数由 ＩＣＴ 访问、 ＩＣＴ 使用、 ＩＣＴ 技能三个子指标加权聚合得出。 ＩＣＴ 访问

用以反映区域网络基础设施和访问情况； ＩＣＴ 使用和 ＩＣＴ 技能用以反映社会使用

ＩＣＴ 的程度。 这三个子指标对地区 ＩＣＴ 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 另外， 经济基础不同

的国家在 ＩＣＴ 基础设施建立、 社会运用 ＩＣＴ 程度、 地区 ＩＣＴ 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
因而考察地区 ＩＣＴ 发展的不同影响因素很有必要。 利用式 （４）， 将 Ｘ 分别取 ＩＣＴ
访问、 ＩＣＴ 使用、 ＩＣＴ 技能三个子指标， 并进行实证检验。 表 ６ 列 （２） ～列（４）依
次是 ＩＣＴ 访问、 ＩＣＴ 使用、 ＩＣＴ 技能与 ＤＩ 交互的估计结果。 ＤＩ×ａｃｃｅｓｓ 和 ＤＩ×ｕｓｅ 估

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意味着 ＩＣＴ 访问和 ＩＣＴ 使用都能削弱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

对数字服务进口的抑制作用。 说明各国政府可通过提高本国 ＩＣＴ 网络基础设施和访

问水平来抵消其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的负面影响， 或通过扩大全社会对 ＩＣＴ 使

用的覆盖率来弱化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的贸易抑制效应。 ＤＩ×ｓｋｉｌｌ 的估计结果

不显著， 表明与 ＩＣＴ 访问和 ＩＣＴ 使用的调节作用相比， ＩＣＴ 技能对跨境数据流动限

制性政策的贸易效应的调节效应尚未凸显。 这可能与全球 ＩＣＴ 技术人才紧缺有关。
国际信息系统安全认证协会对全球网络安全人才现状评估报告显示， ２０１９ 年欧洲

网络安全人才缺口约 ２９ １ 万人， 而 ２０１８ 年该方面人才缺口只有 １４ ２ 万人①。 由此

推断其他国家可能与欧洲的情况类似， 甚至技术人才缺口更大。
列 （５） 检验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对数字服务进口的作用是否受当地上网

人数的调节。 ＤＩ×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估计系数符号为正且显著， 表明如果该国对互联网的需求

增加， 则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对数字服务进口的负向影响就会减小， 这点与

ＩＣＴ 使用指标的估计结果相似。 实际上， ＩＣＴ 使用子指标中包含了互联网渗透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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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料来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ＮＩＳＡ）．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ｋｉｌ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Ｒ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３－２６） ［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ｉｓａ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 － ｓｔａｔｕｓ － ｏｆ － ｃｙｂｅｒ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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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此处列 （５） 的估计结果也验证了 ＩＣＴ 使用的稳健性。

表 ６　 异质性分析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ＤＩ

ＤＩ×ＩＤＩ

ＩＤＩ

ＤＩ×ａｃｃｅｓ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ＤＩ×ｕｓｅ

ｕｓｅ

ＤＩ×ｓｋｉｌｌ

ｓｋｉｌｌ

ＤＩ×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Ｉ×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观测值

Ｒ２

－０ ３９０∗ －０ ４２８∗∗ －０ ３９６∗ －０ ３８１∗ －０ ３９０∗ －０ ０３４　 －０ １３６
（－１ ８７８） （－２ ０６０） （－１ ８９３） （－１ ８４０） （－１ ８７７） （－０ １２９） （－０ ５１７）

０ ３９６∗∗∗

（２ ８７４） — — — — — —

－０ ２７６∗

（－１ ６６７） — — — — — —

０ ３６４∗∗
— （２ ４１２） — — — — —

－０ ２０９— （－１ ３１３） — — — — —

０ ３５２∗∗∗
— — （２ ７８５） — — — —

－０ ０４７— — （－０ ４５１） — — — —

０ １８９— — — （１ ０９２） — — —

－０ ５３７∗∗∗
— — — （－３ ５０７） — — —

０ ０３６∗∗∗
— — — — （２ ７１０） — —

－０ ０１６— — — — （－１ ３２４） — —

０ ０００ １∗∗∗
— — — — — （３ ５３３） —

－０ ０００ ０— — — — — （－０ ７９７） —

６ ８３２∗∗
— — — — — — （２ ５４０）

０ ６５９— — — — — — （０ ５２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２７４ ２７４ ２７４ ２７４ ２７４ ２７４ ２７４

０ ７４９ ０ ７４７ ０ ７４８ ０ ７５４ ０ ７４７ ０ ７５８ ０ ７４９

注： 受篇幅所限，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的估计结果未列示， 备索。

（三） 安全互联网服务器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是指在互联网交易中使用加密技术的服务器。 国家可以通过

运用先进技术以规避网络攻击等潜在风险， 或制定高标准的数据保护规则减少信息

泄露风险。 那么这两种途径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新科技的使用如何影响数字服务

进口？ 笔者探究各国安全服务器的使用能否调节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对数字服

务进口的影响以解答这一问题。 表 ６ 列 （６） ＤＩ×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的估计系数正向显著， 表

明随着一国对安全互联网服务器的使用率提高，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对数字服

务进口的抑制作用会减弱。 这可能是因为一国更偏好使用技术而非通过收紧数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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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方式来保护数据的安全， 意味着使用技术确保数据安全和制定保护政策之间可能

存在替代效应。
表 ６ 列 （７） 考察服务业发展水平作为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和数字服务进口

之间的调节变量的作用。 列 （７） ＤＩ×ｓｅｒｖｉｃｅ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服务业发展水

平提升会减弱 ＤＩ 对数字服务进口的影响。 换言之， 服务业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国家对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带来的贸易抑制效应更敏感。 这可能是因为服务业发展水平

较低的国家更容易出现服务贸易逆差， 所以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对其数字服务进

口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五、 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 结论

笔者使用强度水平对主要服务贸易部门的数据进行测度， 并构建分部门的数据衔接

指数， 重点探讨了各国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数字服务部门进口间的相关性。 研究发现：
（１） 一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管制越严苛， 越不利于其数字服务进口。
（２） 一国实施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对其数字服务进口的抑制效应会受

到本国 ＩＣＴ 发展水平、 ＩＣＴ 访问、 ＩＣＴ 使用、 互联网渗透率、 安全服务器使用程度

以及服务业发展水平多个调节变量的调节。 具体而言，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的

贸易抑制效应会随着进口国 ＩＣＴ 发展水平、 ＩＣＴ 访问和 ＩＣＴ 使用情况的改善而减

弱； 进口国对上网需求的增加会减弱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对其数字服务进口的

负向影响； 进口国对安全服务器使用程度越高其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对数字服

务进口的抑制作用越低。 此外， 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也能削弱跨境数据流动限制

性政策对数字服务进口的不利影响。

（二） 启示

（１） 政府对跨境数据传输的管制措施理应兼顾数据安全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
因为严格的限制政策不利于数字服务进口， 影响对国际先进知识和技术的获取。 尽

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 》① 表明了中国促进跨境数据安全自

由流动的立场， 而且中国签署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②， 愿意与各成员

国搭建跨境数据流动圈， 但中国现存的相关法律制度， 如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数据

安全管理、 数据备份等机制， 仍需继续完善。
（２） 继续提高中国 ＩＣＴ 发展水平， 建立健全信息基础设施。 尤其是在全国范

围内加快 ５Ｇ 网络建设进度， 并对农村或偏远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接入

情况予以关注， 扩大网络的覆盖率， 提高互联网渗透率， 消弭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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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０－１０－２１）
［２０２０－１０－３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ＲＣＥＰ ） 各章内容概览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１１－１７）［２０２０－１１－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０－１１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６２０００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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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重视先进科技在数据保护领域的应用， 利用技术降低或消除数据跨境流动中

的潜在风险， 如鼓励企业使用加密技术的服务器， 防止数据被盗用和非法篡改。
（４） 提高各地区服务业在 “质” 和 “量” 两个层面的发展水平， 以减弱跨境数

据流动限制性政策对数字服务进口的负面效应。 一是继续推动现代服务业向高增加

值、 高质量方向发展， 加快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 既要保持原有移动支付、 智慧物流

等数字化优势， 也要探索新型服务业发展模式； 二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较落后的地区，
加大地区服务业比重， 逐步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同时合理配置地区三大产

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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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

［２１］ＪＯＵＡＮＪＥＡＮ Ｍ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Ｒ］ ＯＥＣＤ Ｆｏｏ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９

［２２］ＪＲ Ｈ Ｃ Ｌ，ＡＧＲＲＷＡＬ Ｒ，ＣＬＥＭＯＮＳ Ｅ Ｋ，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ｆｕ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 ｎｅｗ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Ｊ］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３， ３７（２）：３７１－３８２

［２３］ ＬÓＰＥＺ Ｇ Ｊ， ＪＯＵＡＮＪＥＡＮ 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Ｒ］  ＯＥＣ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７

［２４］ＬÓＰＥＺ Ｇ Ｊ， ＦＥＲＥＮＣＺ Ｊ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Ｒ］ ＯＥＣ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８
［２５］ＭＡＲＥＬ Ｅ Ｖ Ｄ，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Ｊ］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３， ３６（１１）：１３９３－１４０５
［２６］ＭＡＲＥＬ Ｅ Ｖ Ｄ， ＢＡＵＥＲ Ｍ， ＬＥＥ－ＭＡＫＩＹＡＭＡ Ｈ， ｅｔ ａｌ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１４６：１２－３９
［２７］ＮＯＲＤＡＳ Ｋ Ｈ， ＲＯＵＺＥＴ 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ｓ： ｆｉｒｓ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 Ｒ］ 

ＯＥＣ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５
［２８］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 ［Ｒ］． ＯＥＣＤ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２０１７．
［２９］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ＩＣ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ＣＴ－ｅｎａｂｌ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ＵＮＣＴＡ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责任编辑　 谭晓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ＺＨＯＵ Ｎｉａｎｌｉ， ＹＡＯ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ＷＴ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ＣＩＰ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４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ｏｕｔ ａ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ｏ 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ＣＴ） ｃａｎ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ｅｎ⁃
ｃｒｙｐｔｅｄ ｓｅｒｖｅｒ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ｍｐｅ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ｌｓｏ ｖａ⁃
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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